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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承载力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 为了探讨我国干旱区内陆河流域未来生态承载力的时空格局变化，以石

羊河流域为研究区，基于该流域 １９９２、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１２ 年 ３ 期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Ｍ 遥感影像，选取 １０ 个影响生态承载力变化的主要驱动

因素，利用元胞自动机⁃马尔科夫模型（ＣＡ⁃Ｍａｒｋｏｖ），以土地利用预测为切入点，对该流域 ２０２２ 年的生态承载力时空格局进行了

模拟预测。 首先基于 １９９２—２００２ 年数据预测了 ２０１２ 年石羊河流域土地利用状况，并与当年实际土地利用状况进行对比和验

证，结果显示：Ｋａｐｐａ 系数为 ０．７９５６，说明本文所选用的预测方法预测结果可靠，可以用于该流域土地利用预测；其次，以 ２０１２ 年

为起始年，模拟预测了 ２０２２ 年土地利用空间数据，并计算生态承载力时空格局，结果显示：２０２２ 年石羊河流域单位面积生态承

载力与 １９９２ 年、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１２ 年相比整体空间分布格局变化不大，但区域内部变化却呈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１９９２—２０２２ 年

流域生态承载力总量以 ２００２ 年为拐点呈先减少后增加的趋势，其中建设用地的生态承载力增加最为显著；预测可知，较 ２０１２
年，２０２２ 年流域上游山区的林地、中游绿洲的建筑用地生态承载力均增加较快，且呈现较明显的斑块聚集，而中、下游绿洲区耕

地、草地生态承载力增、减变化复杂，斑块分布较为离散和破碎；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土地利用类型将发生频繁转换，导致流域生态承

载力结构组成变化较大，其中未利用地的转出对 ２０２２ 年流域生态承载力的增加贡献突出。 研究结果表明自 ２００２ 年以后，该流

域实施的退耕还林还草、关井压田等生态工程已经并将继续对该流域生态效益的提高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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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承载力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决定着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对于人类社会和经济的

发展至关重要［１］。 可持续发展现已成为理想的发展模式和世界各国普遍认同的政策目标［２］，因此生态承载

力作为一个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的重要指标成为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核心内容［３⁃４］。
由 Ｒｅｅｓ 等［５］提出并和Ｗａｃｋｅｒｎａｇｅｌ 等［６］完善的生态足迹理论和方法，是目前被国内外广泛采用的生态承

载力评价的理论和方法之一［７］。 在该方法中，生态承载力值的计算取决于土地利用 ／覆被面积和土地生产力

两个基本因素，因此，区域土地利用 ／覆被的变化可直接引起生态承载力值的变化，也同时决定着生态承载力

的空间格局的转变［８］。 基于此方法，近年来，利用遥感和 ＧＩＳ 技术开展区域生态承载力历史以来的时空格局

变化研究成果已较多。 Ｎｉｃｃｏｌｕｃｃｉ 等［９］对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 １９６１—２００７ 年的生态承载力进行分析，认为生

态承载力可能会被视作一种新的生态财富；岳东霞等［１０］ 从不同尺度对西北地区生态承载力的供给和需求做

了定量计算和空间格局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西北地区的生态承载力具有空间异质性；汪玉琼等［１１］对石羊河上

游山区生态承载力进行了时空格局动态分析，结果表明该地区生态承载力在时间尺度上缓慢增加，在空间尺

度上具有明显的异质性；Ｙｕｅ 等［１２］以中国石羊河流域和泾河流域为典型流域，开展了基于多尺度栅格的流域

生态承载力评价和空间格局模拟与对比，指出流域生态承载力具有较强的尺度依赖性，认为可塑性单元面积

问题（ｍｏｄｉｆｉａｂｌｅ ａｒｅａｌ ｕｎｉ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ＭＡＵＰ）可能造成区域甚至于全球生态承载力评价结论准确性不够，而进一

步导致区域可持续发展状态判断有待商榷。 同时，也有部分研究开展了区域生态承载力的预测研究，如 Ｙｕｅ
等［１３］利用马尔科夫模型预测了 ２０２０—２０５０ 年 ４ 个时间段泾河流域的总生态承载力以及 ６ 种不同类型土地

的生态承载力，结果显示为总生态承载力持续增加，而各类型土地生态承载力呈现不同发展趋势。 Ｇｕｏ 等开

展了不同情景下的生态承载力“静态”优化分析，探究了生态承载力优化对生态赤字的影响作用及其所需的

水资源成本［２］。 ＭｃＢａｉｎ 等通过长时间序列（７０ 年）生态承载力和生态足迹的变化分析，发现全球技术、经济

和人口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生态承载力［４］。 但大多数研究仅限于时间尺度的趋势分析和预测，有关生

态承载力空间格局预测模拟研究仍鲜见报道。
目前，国内外利用 ＣＡ⁃Ｍａｒｋｏｖ 模型（又称时空马尔科夫链，ｓｐａ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ｃｈａｉｎ，ＳＴＭＣ）开展土地利用时

空格局预测模拟的应用研究较多。 如，Ａｒｓａｎｊａｎｉ 等［１４］ 利用 ＣＡ⁃Ｍａｒｋｏｖ 模型分析了德黑兰的城市化蔓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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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土地类型的变化，研究结果显示 ２０１６—２０２６ 年间该区域的草地和空旷地大部分将会转为建筑用地。 陈爱

玲等［１５］运用 ＣＡ⁃Ｍａｒｋｏｖ 模型模拟预测秦淮河流域土地利用变化，结果表明 ２０１８ 年研究区水田和不透水面分

别减少 ３３．３％和 ３１．１％。
鉴于此，本文以我国干旱区内陆河流域———石羊河流域为研究区，基于生态足迹方法、遥感数据和 ＧＩＳ 技

术，利用 ＣＡ⁃Ｍａｒｋｏｖ 模型，以土地利用时空格局预测为切入点，开展区域生态承载力未来时空格局的预测模

拟，即通过预测该流域土地利用 ／覆被变化，进而预测未来流域生态承载力的变化趋势，为流域开展生态环境

保护、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和制定可持续发展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１　 研究区概况

石羊河流域是我国西部干旱区典型的内陆河流域，位于甘肃省境内，地处黄土、青藏和蒙新三大高原的交

汇过渡地带，横跨祁连山地、河西走廊、北山山地和阿拉善高原，地理坐标为 １０１°０７′—１０４°１６′Ｅ，３７°０９′—３９°
１９′Ｎ，海拔高度在 １１８２—５２０２ ｍ 之间，流域面积达 ４．２７×１０４ ｋｍ２，气候垂直地带性明显，年平均降水量约在

６０—６１０ ｍｍ 之间，年蒸发量在 １４００—３０４０ ｍｍ 之间［１６］。 石羊河流域自东向西主要由大靖河、古浪河、黄羊

河、杂木河、金塔河、西营河、东大河、西大河等多条河流组成，全部发源于祁连山区（图 １）。 河流补给主要来

源于山区大气降水和高山冰雪融水，平均降水量达 ４５０ ｍｍ，产流面积达 １．１×１０４ ｋｍ２，且降水 １ ／ ３ 转化为地表

径流。 流域内水资源总量为 １６．６１×１０８ ｍ３，其中地表水资源量 １５．６１×１０８ ｍ３。 石羊河流域植被的特征呈现出

多样性［１７］，按垂直地带性分为三个植被景观带：海拔在 ２７００—５０００ ｍ 之间的南部祁连山区，属于亚寒带针叶

林与常绿杜鹃灌丛植被区域，自上而下逐渐呈现高山草甸、高山森林、灌木与草原；海拔在 １８００—２７００ ｍ 的中

低山丘陵地带，属于草原和荒漠化草原植被类型；海拔在 １３００—１８００ ｍ 之间的中部走廊平原区与东部荒漠地

区，主要呈现绿洲农业与荒漠植被景观。
石羊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之一，也是我国干旱区内陆河流域中人口最密集、水资源开发利用程

度最高、用水矛盾最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最严重的流域之一［１８］。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国家加强了石羊河流域的

水资源管理和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特别是 ２０００ 年以后，以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资源保护、关井压田、压沙造

林等生态工程的实施为主导的人类活动，对流域的生态承载力的恢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因此，开展该流域

生态承载力的时空格局预测模拟，较为准确地了解未来一定时段该流域生态承载力趋势与格局，对于流域的

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２　 研究方法与计算

２．１　 生态承载力计算模型

依照 Ｒｅｅｓ 和 Ｗａｃｋｅｒｎａｇｅｌ［５⁃６］ 的生态足迹理论，生态承载力定义可表述为：研究区域内一定时期（通常为

一年）具有全球平均生产力的所有可用的生物生产性土地和水域面积的总和，其计算模型如下：

ＢＣ ＝ ∑
６

ｉ ＝ １
Ａｉ × ＹＦ ｉ × ＥＱＦｉ （１）

式中，Ａｉ为区域第 ｉ 类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ＹＦ ｉ为区域第 ｉ 类生物生产性土地的产量因子，通常由区域该类土

地的平均生产力与全球同类土地的平均生产力之间的比率而得，产量因子可以将该区域的某类生物生产性土

地的生产力转换为具有全球可比性的生产力单位［１９］；ＥＱＦｉ为全球第 ｉ 类生物生产性土地的均衡因子，通常是

将全球该类生物生产性土地平均生产力除以全球所有类型生物生产性土地的平均生产力［２０］。 该模型最终将

不同类型的生物生产性土地转换为具有全球平均生产力的统一、可加和的生物物理指标，即全球公顷

（ｇｈａ） ［２１］。
２．２　 元胞自动机⁃马尔科夫（ＣＡ⁃Ｍａｒｋｏｖ）模型

马尔科夫（Ｍａｒｋｏｖ）模型是由原苏联数学家安德烈·马尔可夫首先提出而得名，它是基于马尔科夫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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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研究区：石羊河流域图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Ｓｈｉｙ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过程系统而形成的一个过程理论模型，以达到预测和随机控制的目的［２２］。 元胞自动机（ＣＡ）模型是一种时

间、空间状态均离散的格子动力学模型，侧重于不同时空特征元胞的相互作用，具有强大的空间计算模拟能

力，特别适合自组织功能系统的动态模拟和空间展示。 在土地利用预测方面，马尔科夫模型侧重于对土地利

用变化数量的预测，但无法进行空间表达，不能展现各类型土地变化的空间分布［２３］。 而元胞自动机模型则能

够对复杂空间系统的时空动态演化过程进行表达，能够弥补马尔科夫模型的不足。
ＣＡ⁃Ｍａｒｋｏｖ 模型正是利用了 Ｍａｒｋｏｖ 模型和 ＣＡ 模型的各自优势，将这两种模型，以及多准则、多目标的土

地分配原则结合起来进行土地利用的预测方法，即通过将具有连续性质的空间分布元素加入到马尔科夫链的

分析过程来实现土地利用预测模拟的。 其工作原理是以预测基期（预测起始年）的土地利用为初始状态，以
前一期土地利用转移面积和起始年多因素影响下的土地适宜性图集为依据，对土地利用类型进行重新分配，
直至达到马尔可夫链预测的土地利用面积。 可见，ＣＡ⁃Ｍａｒｋｏｖ 模型同时具备对土地利用的时间动态和空间格

局进行表达的优势，从而较好地模拟未来区域土地利用的时空格局，实现对区域土地利用的预测［２４⁃２５］，解决

了土地利用时空同步模拟的瓶颈问题。
本文利用 ＩＤＲＩＳＩ３２ 软件中的 ＣＡ⁃Ｍａｒｋｏｖ 模块，基于 １９９２ 年、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１２ 年 ３ 期土地利用的数据，首

先以 ２００２ 年为起始年，预测了石羊河流域 ２０１２ 年的生态承载力并与实际数据比较，以验证 ＣＡ⁃Ｍａｒｋｏｖ 模型

模拟的可靠性，进而以 ２０１２ 年为起始年预测 ２０２２ 年的土地利用空间数据，利用生态承载力模型计算 ２０２２ 年

生态承载力并分析其时空格局变化。 ＩＤＲＩＳＩ 软件中参与处理的图像都为栅格数据，本文使用的土地栅格大

小为 ３０ ｍ×３０ ｍ。 所有空间数据处理均在 ＡｒｃＧＩＳ 平台上完成。
根据 ＣＡ⁃Ｍａｒｋｏｖ 模块的功能需求，模拟预测过程有以下几个关键点：（１）转换规则：本文利用 １９９２ 年、

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１２ 年 ３ 期土地利用空间数据，计算得到 １９９２—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０２—２０１２ 年的土地面积转移矩阵。
以这两个时段的土地面积转移矩阵作为 ＣＡ⁃Ｍａｒｋｏｖ 模块预测流域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２２ 年的土地利用格局的转换

规则。 （２）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素遴选：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素主要包括自然与人文因素两大类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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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 ＣＡ⁃Ｍａｒｋｏｖ 模型中，对于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因素的遴选和分析是极其重要的。 借鉴前人研究结果［２６］，
本文选取了引起生态承载力变化的三类共 １０ 个主要影响因素作为驱动因素，包括海拔、坡度、坡向等地貌因

素，积温（＞１０℃）、降水等气象因素，人口密度、人均 ＧＤＰ 等经济因素，距河流最近、距道路最近、距居民点最

近等距离因素，并将 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１２ 年各指标数据逐一空间化处理，获得各驱动因素的空间数据集，以构建流

域土地利用适应性图集。 （３）适宜性图集制作：适宜性指的是当前土地利用在下一个状态的适宜性，因此适

应性图集就是各类土地利用在下一个状态的适宜性的图像集合。 基于起始年各类土地的利用状况，利用

ＩＤＲＩＳＩ 中的空间多元回归模型（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ｒｅｇ 模块），分别将每类土地利用类型作为因变量，１０ 个驱动因素作为

自变量，通过回归分析，计算得到每类土地的空间分布概率图，再使用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ｅｄｉｔｏｒ 模块将所有的概率图集

成在一个文件中。 本文根据起始年的 ２００２ 年、２０１２ 年土地利用和驱动因素空间分布状况，分别构建 ２００２ 年

和 ２０１２ 年的适宜性图集。 （４）邻域滤波器及迭代次数：按照已有研究［２７］，本文采用 ５×５ 摩尔邻域作为 ＣＡ⁃
Ｍａｒｋｏｖ 模型的滤波参数；模型运算 １ 年为一个迭代周期，因此迭代次数设定为 １０。 基于以上土地利用预测结

果，利用生态承载力模型，即可计算预测年的流域生态承载力空间数据集。
２．３　 数据收集与处理

本文需要处理大量的基础数据，数据来源及处理方法具体如下。 石羊河流域边界：系根据石羊河流域八

大支流分布，依据研究区域数字高程模型（ＤＥＭ，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利用 ＳＷＡＴ 水文模型计算得到。
ＤＥＭ 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国际科学数据镜像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ｓｃｌｏｕｄ．ｃｎ），空间分

辨率为 ３０ ｍ。 石羊河流域的行政区划边界：来源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西部环境与生态科学数据

中心”（ ｈｔｔｐ： ／ ／ ｗｅｓｔｄｃ． ｗｅｓｔｇｉｓ． ａｃ． ｃｎ）。 石羊河流域土地利用空间数据：由美国地质勘探局 （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ＵＳＧＳ）官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ｕｓｇｓ．ｇｏｖ）下载，获得石羊河流域 １９９２ 年、２００２ 年、２０１２ 年 ３ 期同时

段的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Ｍ 影像，空间分辨率为 ３０ ｍ。 在影像校正和增强处理的基础上，通过最优波段组合和人工目视

解译，将土地利用类型分为六类：耕地、林地、草地、城乡工矿居民用地（建筑用地）、水域、未利用地，再经实地

的勘正校准，得到了三年的土地利用现状矢量图。
石羊河流域自然和人文因素基础数据：２００２ 年、２０１２ 年气象数据来源于中国气象科学数据共享网

（ｈｔｔｐ： ／ ／ ｃｄｃ．ｃｍａ．ｇｏｖ．ｃｎ），气象因素的空间数据集系利用流域内及周边的气象站点观测数据插值得到；道路、
居民点数据来自中国西部环境与生态科学数据中心网站的石羊河流域基础数据集（ｈｔｔｐ： ／ ／ ｗｅｓｔｄｃ．ｗｅｓｔｇｉｓ．ａｃ．
ｃｎ）；人文因素数据来自省地各级统计年鉴，空间数据系按照统计单元数据赋值于流域内行政区划的属性而

生成；距离因素的空间数据系在石羊河流域数据集基础上，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的 ｎｅａｒ 工具分别计算点要素到最近居

民点的点要素、河流线要素及道路线要素的欧式距离。 以上因素的空间数据都是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２ 软件中处理

生成。 由于气象数据、经济数据变动性大，故分别依据 ２００２ 年、２０１２ 年的相关观测和统计数据生成对应的空

间分布图。
本文计算生态承载力时，１９９２ 年、２００２ 年、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２２ 年产量因子和均衡因子采用的是已有文献公

布的相近年份的中国平均产量因子和世界均衡因子［２８⁃３２］。 该流域的未利用地一般为戈壁沙漠，因生产力极

低，故产量因子默认为 ０［１３］，其生态承载力也为 ０，建筑用地因一般占用的是适宜耕种的优质土地，故产量因

子和均衡因子默认与耕地相同［３３］。
２．４　 ＣＡ⁃Ｍａｒｋｏｖ 模型预测方法验证

在展开 ２０２２ 年石羊河流域土地利用预测模拟之前，为了检验 ＣＡ⁃Ｍａｒｋｏｖ 模型预测各土地类型数量变化

和空间分布的准确度，本文首先基于 １９９２、２００２ 年两期土地利用数据和 ２００２ 年土地利用适应性图集，利用

ＣＡ⁃Ｍａｒｋｏｖ 模型预测了 ２０１２ 年的土地利用时空格局。 再用 ２０１２ 年预测数据与实测数据进行对比分析，来验

证本文构建的 ＣＡ⁃Ｍａｒｋｏｖ 模型预测方法的准确度。 具体如下：
首先利用二期土地利用空间数据，获得 １９９２—２００２ 年土地面积转移矩阵，其次基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个自然和

人文驱动因素基础数据和 ２００２ 年的土地利用状况生成各类型土地的适宜性图集，假设 １９９２—２００２ 年土地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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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趋势与后十年基本相似，利用 ＣＡ⁃Ｍａｒｋｏｖ 模块模拟得到 ２０１２ 年的土地利用的空间数据集，并形成空间分布

预测图。
然后，使用 ＩＤＲＩＳＩ 软件中 ｃｒｏｓｓｔａｂ 模块，依据 Ｋａｐｐａ 系数对比分析 ２０１２ 年石羊河流域土地利用空间分布

的实际图和预测图的相似度，得到的 Ｋａｐｐａ 系数为 ０．７９５６（一般情况下，如果 Ｋａｐｐａ 系数值不小于 ０．７５，则认

为模拟的准确度高），说明基于本文所选驱动因素和所采用的实验方案取得的模拟结果精度较高、可靠，可用

来进行该流域未来土地利用预测模拟。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基于 ＣＡ⁃Ｍａｒｋｏｖ 的 ２０２２ 年土地利用状态预测模拟

图 ２　 ２０２２ 年石羊河流域土地利用预测空间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ｈｉｙ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ｉｎ ２０２２

由于石羊河流域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将继续实施退耕还

林还草等土地利用政策，基本延续过去 １０ 年（２００２—
２０１２ 年）的土地利用趋向，因此，利用以上已通过验证

的 ＣＡ⁃Ｍａｒｋｏｖ 预测模拟方案，以 ２０１２ 年为起始年，基于

２００２—２０１２ 年的土地面积转移矩阵和 ２０１２ 年各类型

土地的适宜性图集，在 ＡｒｃＧＩＳ 平台上，经过模拟计算得

到了 ２０２２ 年石羊河流域土地利用空间数据集，并生成

土地利用预测空间分布图（图 ２）。
由图 ２ 中可知，２０２２ 年石羊河流域土地利用空间

格局由南到北，主要分为上游的林草区，中下游绿洲区

及其周边大面积的荒漠区，景观格局呈明显的空间异质

性，且层次较为明显。 与 ２００２ 年、２０１２ 年土地利用状

况比较，土地利用的整体空间分布格局基本一致，但其

内部各类型土地则变化明显。
３．２　 １９９２—２０２２ 年生态承载力时空格局变化

基于 １９９２、２００２、２０１２ 年以及预测年 ２０２２ 年石羊

河流域土地利用空间数据集，利用生态承载力计算模

型，获得各年份基于土地斑块的单位面积生态承载力空

间分布图（图 ３）。
由图 ３ 可知，整体而言，１９９２—２０２２ 年石羊河流域的单位面积生态承载力空间分布格局基本一致，由于

流域土地利用和景观分布的空间异质性，上下游之间差异明显，呈现不均衡分布，其中，单位面积生态承载力

高值区主要分布在该流域的中下游绿洲区，分布较为均衡，土地利用类型主要为耕地；其次为上游，依次为林

地、草地、水域，斑块较为破碎，而未利用土地因的产量因子默认为 ０，所以该区域单位面积生态承载力也为 ０，
主要位于流域中下游绿洲外围的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区域，占地面积较大，分布最为均匀，凸显流域下

游生态环境的严酷性，特别是民勤绿洲与周围的荒漠区域形成强烈的反差。
相比 １９９２ 年、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１２ 年，预测年 ２０２２ 年单位面积生态承载力虽然大的空间格局没有明显变化，

但部分区域的单位面积生态承载力分布却有很大变化。 其中石羊河流域上游山区中部冰川周边高海拔区域

的单位面积生态承载力由 １９９２ 至 ２０２２ 年不断增高，到 ２０２２ 年时，高值区面积分布较 ２０１２ 年增加了 ４６５．４４
ｋｍ２，而流域上游低值区面积分布较 ２０１２ 年减小 ６３５．８６ ｋｍ２；中游绿洲区域其值比较稳定，除了西部的高值区

少部分变为低值区外，其它区域没有明显的变化；下游的荒漠区域的单位面积生态承载力变化最少，但民勤绿

洲内部单位面积生态承载力从 １９９２ 年起开始逐渐减小，表明绿洲地区内部生态环境处于退化趋势。
图 ４ 显示，石羊河流域生态承载力总量呈现 １９９２—２００２ 年间的先减少、２００２—２０１２ 年间快速增加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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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１９９２—２０２２ 年单位面积生态承载力空间分布图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ｏ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ｐｅｒ ｕｎｉｔ ａｒｅａ ｏｆ Ｓｈｉｙ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ｉｎ １９９２—２０２２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缓慢增加的趋势，而各类型土地生态承载力总量呈现不同的变化趋势，其中耕地、林地、水域、
建筑用地的生态承载力总量变化均以 ２００２ 年为拐点，呈先减小而后逐渐增加的趋势，但增加的幅度各有不

同，尤以建筑用地生态承载力的增加幅度最大，这些变化与石羊河流域 ２００２ 年以后全面实施退耕还林、关井

压田等生态工程，以及中下游绿洲区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密切相关。 相反，草地生态承载力虽然也以 ２００２
年为拐点，但却呈现先增加而后快速减小的趋势，说明该流域自 ２００２ 年以后草地资源的保护措施不甚理想。

进一步，在 ＡｒｃＧＩＳ 中使用 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 工具进行空间叠置分析，首先分别将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的土地利用转为 ３０
ｍ（由于基础数据源于 Ｌａｎｄｓａｔ 影像，分辨率为 ３０ ｍ）分辨率的栅格，栅格值表示单位面积生态承载力；然后在

使用栅格计算器工具，用 ２０２２ 年的栅格图层减去 ２０１２ 年的栅格图层，得到差值图；差值图中大于 ０ 的值表示

生态承载力增加，等于 ０ 的表示生态承载力不变，小于 ０ 的表示生态承载力减少；最终获得预测年 ２０２２ 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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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１９９２—２０２２ 年各类土地总生态承载力变化趋势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ｂｉｏ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ｓ ｉｎ １９９２—２０２２

起始年 ２０１２ 年流域基于斑块的单位面积生态承载力差

值，得到流域生态承载力变化的空间分布图（图 ５）。 结

果显示，与 ２０１２ 年相比，２０２２ 年该流域生态承载力增

加的斑块主要分布在石羊河流域的上游祁连山高山区，
且呈现较明显的斑块聚集，主要为林地恢复区，而较少

分布在中下游绿洲区域，分布较为离散和破碎，为零散

的新的土地开垦和植被修复区域；生态承载力减少的斑

块主要分布在石羊河流域中游的金川⁃昌宁盆地和威武

盆地，主要为大面积的撂荒地和荒漠化区域。
基于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２２ 年的土地利用状况，在 ＡｒｃＧＩＳ

中使用 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 工具进行空间叠置分析，由土地利用转

移矩阵得到石羊河流域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各类土地的生态

承载力转移矩阵（表 １ 和表 ２）。

图 ５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石羊河流域生态承载力变化斑块空间分布图

　 Ｆｉｇ． ５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ｏ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ｃｈａｎｇｅ ｐａｔｃｈ ｉｎ

Ｓｈｉｙ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２０１２ ａｎｄ ２０２２

由表 １ 和表 ２ 显示，经预测，２０１２ 年各类土地生态

承载力向 ２０２２ 年的转移方向各不相同。 因不同类型土

地的生态生产力不同，故土地类型的转换将导致同一块

土地转换前后的生态承载力发生变化，也将导致 ２０２２
年流域生态承载力的内部结构组成有所变化。 整体而

言，除了没有变化的土地利用类型保持了原有生态承载

力之外，２０１２ 年生态承载力总转出量为 ９０３６６．９９ ｇｈａ，
２０２２ 年生态承载力总转入量为 １９８９００．３２ ｇｈａ，整体将

增加 １０８５３３．３３ ｇｈａ，是转出量的 １．２０ 倍。
其中，该流域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期间耕地转向其他类

型土地面积依次为建筑用地＞未利用地＞草地＞水域＞林
地（表 １），生态承载力转出总量为 ３６６０３．５１ ｇｈａ，而转入

总量仅为 １５４６１．０４ ｇｈａ，转出量是转入量的 ２．３７ 倍。 因

此，对耕地而言，因大量转向较耕地生态生产力低的土

地类型，而导致 ２０２２ 年的生态承载力损失达 ２１１４２．４７
ｇｈａ，其主要原因是大量耕地转为未利用地致使生态承

载力大量损失（表 ２），占总损失量的 ６６．８３％；林地主要

转向未利用地和草地，建筑用地主要转向耕地、草地和

未利用地，这 ２ 类土地也因部分土地转向较其生态生产

力低的土地类型而导致生态承载力转出量大于转入量，
使得 ２０２２ 年流域生态承载力也受到损失。

不同的是，该流域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期间草地虽然也有一部分转为未利用地，但因其大部分转向生态生产力

较高的林地、建筑用地、耕地，而最终使得生态承载力转入量大于转出量，致使 ２０２２ 年的生态承载力增加了

３２９２３．３０ ｇｈａ；其次，水域转出面积虽然较少，但主要转向为生态承载力较大的其他类型土地，也使得 ２０２２ 年

的生态承载力有所增加。
特别是，该流域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期间未利用地的一部分将转向其他土地利用类型，转移土地面积依次为建

筑用地＞林地＞耕地＞草地＞水域，因转出后的土地类型生态生产力均大于未利用地，使得 ２０２２ 年生态承载力

将净增加 １２００３５．４１ ｇｈ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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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石羊河流域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ｍａｔｒｉｘ ｏｆ Ｓｈｉｙ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２０１２ ａｎｄ ２０２２

土地利用类型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

２０２２ 年

耕地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 ｈａ

林地
Ｆｏｒｅｓｔｌａｎｄ ／ ｈａ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 ｈａ

建筑用地
Ｂｕｉｌｔ⁃ｕｐ ａｒｅａ ／ ｈａ

水域
Ｗａｔｅｒ ａｒｅａ ／ ｈａ

未利用
Ｕｎｕｓｅｄ ｌａｎｄ ／ ｈａ

２０１２ 年 耕地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 ｈａ ６４５０６２．１０ １３３．６７ ８１７．２０ ２９６７．５６ ５１４．１０ ２７８６．８１

林地 Ｆｏｒｅｓｔｌａｎｄ ／ ｈａ １３３．７８ ２２７４６１．０２ ３３７４．５５ １７１．３５ １５９．３７ １１４０７．９９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 ｈａ ７１３．７８ ２４５８７．７３ ７１０３４６．６２ ９６９．００ ２２８０．０７ ２４５９１．７３

建筑用地 Ｂｕｉｌｔ⁃ｕｐ ａｒｅａ ／ ｈａ ３４８１．８４ ９７．５６ １５１６．４１ １０２６７８．６０ １５１．７３ ５６２．０５

水域 Ｗａｔｅｒ ａｒｅａ ／ ｈａ ２８１．１８ １４００．２０ １８５４．４５ ５４９．８０ ２７９４７．４３ １８０８．５０

未利用地 Ｕｎｕｓｅｄ ｌａｎｄ ／ ｈａ ３１６９．８７ ２６０７５．５８ ３４４５８．６４ １３３３０．０８ ９３７１．３９ ２３８３３６２．１８

表 ２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石羊河流域生态承载力转移矩阵

Ｔａｂｌｅ ２　 Ｂｉｏ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ｍａｔｒｉｘ ｏｆ Ｓｈｉｙ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２０１２ ａｎｄ ２０２２

土地利用类型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

２０２２ 年

耕地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 ｇｈａ

林地
Ｆｏｒｅｓｔｌａｎｄ ／ ｇｈａ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 ｇｈａ

建筑用地
Ｂｕｉｌｔ⁃ｕｐ
ａｒｅａ ／ ｇｈａ

水域
Ｗａｔｅｒ ａｒｅａ ／

ｇｈａ

未利用地
Ｕｎｕｓｅｄ
ｌａｎｄ ／ ｇｈａ

转出、入量合计
Ｔｏ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ｏｕｔ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ｎ

２０１２ 年 耕地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 ｇｈａ ３２７０５９３．８４∗ （６７７．７６）
１５３．２７

（４１４３．３８）
７１．４２

（１５０４６．１３）
１５０４６．１３

（２６０６．５７）
１９０．２２

（１４１２９．６７）
０

（３６６０３．５１）
１５４６１．０４

林地 Ｆｏｒｅｓｔｌａｎｄ ／ ｇｈａ （１５３．４０）
６７８．３２ ２６０８０６．８０∗ （３８６９．２６）

２９４．９４
（１９６．４７）
８６８．８０

（１８２．７４）
５８．９７

（１３０８０．４１）
０

（１７４８２．２８）
１９０１．０３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 ｇｈａ （６２．３８）
３６１９．００

（２１４８．９７）
２８１９２．３０ ６２０８４．２９∗ （８４．６９）

４９１３．０２
（１９９．２８）
８４３．６２

（２１４９．３２）
０

（４６４４．６４）
３７５６７．９４

建筑用地
Ｂｕｉｌｔ⁃ｕｐ ａｒｅａ ／ ｇｈａ

（１７６５３．６２）
１７６５３．６２

（４９４．６３）
１１１．８６

（７６８８．４８）
１３２．５３ ５２０６０１．０２∗ （７６９．２９）

５６．１４
（２８４９．７３）

０
（２９４５５．７９）
１７９５４．１５

水域
Ｗａｔｅｒ ａｒｅａ ／ ｇｈａ

（１０４．０３）
１４２５．６１

（５１８．０７）
１６０５．４７

（６８６．１５）
１６２．０８

（２０３．４３）
２７８７．６０ １０３４０．５５∗ （６６９．１５）

０
（２１８０．８３）
５９８０．７６

未利用地
Ｕｎｕｓｅｄ ｌａｎｄ ／ ｇｈａ

（０）
１６０７１．８９

（０）
２９８９８．２７

（０）
３０１１．６８

（０）
６７５８６．１６

（０）
３４６７．４１ ０∗ （０）

１２００３５．４１

　 　 各类型土地生态承载力转换数值可表达为：括号（）内的数值为 ２０１２ 年土地转出前的生态承载力，括号（）外的数值为土地转出后的生态承

载力，即 ２０２２ 年转入为新类型土地的生态承载力。 ∗表示未转换的同类土地生态承载力保持量

综上所述，由于该流域将继续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关井压田等生态工程和土地利用流转政策，使得该流域

在保证整体生态环境持续稳定的前提下，生态环境的好转将是必然的。 而其中，未利用地与其他土地类型利

用的相互转换在石羊河流域生态承载力数量和结构变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在水资源有限的干旱区内

陆河流域，对未利用地的合理利用是提高流域未来生态承载力关键。
以上结果是基于 ２０２２ 年生态承载力产量因子和均衡因子均维持 ２０１２ 年现状的假设而得到的。 未来随

着农、林、牧、渔业的科技发展，各类型土地生态生产力必然会不断增加，因此本文计算结果仅为保守的预测

结果。

４　 结论

石羊河流域由于地形、地貌、气候以及水资源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土地利用空间分布极不均匀，特别是，近
年来受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的深入影响，整个流域基于土地斑块的生态承载力呈现特殊的时、空变化趋势。

本文采用 ＣＡ⁃Ｍａｒｋｏｖ 模型，基于遥感数据、ＧＩＳ 空间分析技术，以 ２０１２ 年为起始年，在对石羊河流域 ２０２２
年土地利用状态预测基础上，预测了 ２０２２ 年流域基于斑块尺度的生态承载力空间数据，并对比分析了

１９９２—２０２２ 年该流域不同时间段的生态承载力的时空变化及内部结构转换趋势，实现了对该流域近 ３０ 年生

态承载力的时空格局模拟分析。 结果显示，时间尺度上，以 ２００２ 年为拐点，１９９２—２０２２ 年间该流域生态承载

力总量呈先减少后增加的变化趋势，其中建筑用地生态承载力增加趋势最为显著；空间上，１９９２—２０２２ 年间

９　 ６ 期 　 　 　 岳东霞　 等：基于 ＣＡ⁃Ｍａｒｋｏｖ 模型的石羊河流域生态承载力时空格局预测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流域单位面积生态承载力空间格局整体变化不大，但其内部不同区域的单位面积生态承载力呈不同的变化趋

势。 其中，与起始年 ２０１２ 年相比，２０２２ 年流域上游山区的林地、中游绿洲的建筑用地生态承载力均增加较

快，且呈现较明显的斑块聚集，而中、下游绿洲区耕地、草地生态承载力的增减变化复杂，斑块分布较为离散和

破碎，生态承载力减少的斑块主要分布在石羊河流域中游的金川⁃昌宁盆地和威武盆地，主要为大面积的撂荒

地和荒漠化区域。 水域生态承载力整体变化不明显；预测可知，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土地利用类型将发生频繁转

换，导致流域生态承载力结构组成变化较大，其中未利用地的转出对未来全流域以及各类土地生态承载力的

增加贡献突出。 综上，该流域生态承载力时空变化态势与当地实施的退耕还林、关井压田等生态工程，严格的

农田水资源管理政策，以及这一期间流域的城市化速度较快相吻合，说明我国实施的生态保护政策已取得并

将继续取得更好的生态效益。 本文有关石羊河流域未来生态承载力的时、空间格局和结构变化的预测结果对

该流域制定未来生态环境保护和管理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和应用价值。
本文在充分考虑了模拟时段内自然和人文驱动因素对土地利用的影响和作用的基础上，利用 ＣＡ⁃Ｍａｒｋｏｖ

模型开展了流域生态承载力时空间格局预测，并验证了该模型的可靠性，展示了 ＣＡ⁃Ｍａｒｋｏｖ 模型在预测大尺

度区域生态承载力方面的优势，这对仅在时间尺度上开展生态承载力预测的已有研究是一个较大改进。 但

是，由于本文系基于土地利用政策基本不变的假设条件下开展模拟预测的，土地利用的自然与人文驱动因素

也是基于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经验进行选择的，没有对假设条件和各因素的影响程度大小做出深入、定量的分

析，预测结果必然存在一定的误差。 其次，本文计算生态承载力所采用的产量因子和均衡因子是已有文献公

布的相近年份的中国平均产量因子和世界均衡因子，计算结果与研究区的实际情况相比也存在一定的误差。
以上不足还有待开展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和改进，以提高研究区生态承载力预测的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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